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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宋成校，胡浩*，万悦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微观数据，构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理论框架

分析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并从农地转出视角揭示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私人转

移支付会显著降低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尤其是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且这

种负向效应在中低消费水平的农村留守家庭成员中更为显著。路径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促使农村留守家

庭转出农地，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与收益时间偏好，扩大家庭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减少与消

费不平等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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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affect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SONG Chengxiao，HU Hao*，WAN Yu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data of 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the impact of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has been analyzed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farmland transfer and consumption of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and the inner logic has 

been revea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land transfer. It is found that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subsistence and enjoyment; it would also widen th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for the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with low and medium consumption levels,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more obvious. The path analysis shows 

that private transfer payment would induce the rural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to rent out or sell farmland, thus 

reducing their economic status perception and income time preference, widening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and 

resulting in reduced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d consumption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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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虽然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

平不断提高，但增速呈现放缓态势[1]。面对当前需

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经济压力，必

须充分释放农村内需潜力[2]。一方面，我国农村人

口占比较高，而消费却占比偏低，启动和扩大农村

消费市场对促进经济增长十分关键[3]。另一方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2 年居民消费数据，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同比实际下降 1.7%，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同比实际增长 2.5%，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较强的

增长潜力。充分挖掘农村消费市场是提振内需的关

键举措[4]。 

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经典凯恩斯消费理论，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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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个人消费

习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增加消费支出必须提高

收入水平[3]。对于农村留守家庭成员（简称留守家

庭成员），收入来源主要分为农业收入以及外出务

工成员的私人转移支付。私人转移支付是留守家庭

成员现时收入的重要补充[5]，影响其预算约束与消

费支出。理论上，私人转移支付通过增加留守家庭

成员的收入刺激其消费支出[6,7]。但实地调研发现，

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会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

减少，并扩大消费不平等。揭示该现象背后的原因

需要追根至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事实

上，私人转移支付会促进留守家庭转出农地，进而

影响个体经济地位感知、收益时间偏好与家庭收入

差距，最终表现为消费支出降低。厘清私人转移支

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的内在关

联，对于刺激农村消费、提振内需具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 

与此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私人

转移支付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影响。Taylor 等认为，

私人转移支付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存在重要的推

动作用[8]，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证实[9,10]。然而，

一些学者提出，私人转移支付作为留守家庭成员的

现金收入并不会被用于农业生产投资，而且劳动力

的流失会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7,11-14]。

二是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或者福利

的影响。Nguyen 等研究均表明，私人转移支付能够

显著增加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15,16]，尤其是促进

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提升[17]，并提高留守家

庭成员健康水平[18,19]、减缓留守家庭成员贫困[20]。

但 Lipton 以及 Adams 和 Cuecuecha 等的研究并不支

持上述观点[21,22]，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没有显著影响，对缩小福利不平等的作用甚微[23-25]。

另外，李江一和闫雪凌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私

人转移支付能够减少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但不会

使其退出劳动力市场[26]。 

与国际研究相比，国内私人转移支付效应的研

究尚不充分[27]，尤其是结合农户兼具生产者与消费

者双重身份特征的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不足，这也

是造成现有研究存在争议的重要原因。农户作为生

产者其基本要素为土地，作为消费者其效用关联消

费，探讨私人转移支付的经济效应，需要结合土地

利用与消费行为深入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做

出如下拓展：第一，构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

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分析框架，从农地转出视

角分析私人转移支付为何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

出下降。第二，基于上述分析框架，从经济地位感

知、收益时间偏好与家庭收入差距方面揭示农地转

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内在机制。第三，考察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消费不平等之

间的关联。通过上述分析，旨在为当前农村消费与

土地流转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思考与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留守家庭

成员消费”分析框架 

本文将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

员消费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

联。根据唐钧[28]等学者的定义，由于家庭主要劳动

力外出务工，其子女、父母和配偶就成为留守在农

村老家的亲属，由这些留守亲属（或其他家庭成员）

构成的家庭即为留守家庭；而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指

这类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主要

包括留守家庭成员的食品、医疗、教育、文化等消

费），不含外出务工成员的消费支出。私人转移支

付内涵丰富，包括家庭内部父母与子女之间、外出

务工成员与留守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亲戚、朋友之

间的现金或实物的馈赠。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参考

王子成[9]、李晓春和杨彩姣[10]、邹薇和樊增增[27]等

学者的阐释，本文中的私人转移支付是指农村家庭

外出务工成员（由农村流入城镇，且长期生活、工

作在城镇部门的家庭成员）在获取非农收入后，将

收入的部分资金转移给仍留守在农村地区生活的

家庭成员，即留守家庭成员。本质上，私人转移支

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29]，也是家庭内部之

间非正式借贷形成的结果[30]，能够优化资金要素配

置，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本文借鉴并拓展 Böhme

的思路[31]，构建含留守家庭成员跨期消费决策的效

用函数，揭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

成员消费之间的关系。假设留守家庭成员的效用函

数形式如下： 

𝑈 = 𝑢(𝐶1) + 𝛽 ∙ 𝑢(𝐶2)               （1） 

其中，𝐶1表示留守家庭成员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后的当期消费，𝐶2为下一期消费；𝛽 =
1

1+𝜃
，𝛽（0 < 

𝛽 < 1）表示留守家庭成员的主观贴现因子，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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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说明越看重未来消费，从而会减少当期消费支

出；𝜃（𝜃 > 0）即为留守家庭成员的效用折现率。

同时，效用函数满足𝑈′(∙) > 0，𝑈′′(∙) < 0。 

在不考虑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农业生

产经营行为的影响时，面临的约束条件可以表示为： 

s.t. 𝐶1 = 𝑦1 + 𝑅(𝑀) − 𝐼 − 𝑆 + 𝑘0 + 𝑟1𝑘0     （2） 

𝐶1 + 𝑘1 = (1 + 𝑟1)𝑘0 + 𝑦1 + 𝑅(𝑀)，𝑘1 = 𝐼 + 𝑆 

𝐶2 = (1 + 𝑟2)𝑘1 + 𝑦2                 （3） 

其中，𝑦1为留守家庭成员当期自有收入；𝑘0为

初始财富水平；𝑟1为当期利率水平；𝑅(𝑀)为获得的

私人转移支付（𝑅为劳动力迁移𝑀的函数）；𝐼为农

业生产投资（考虑到本研究的核心，将农业生产投

资行为聚焦为农地流转）；𝑆为留守家庭成员的储蓄。 

假设留守家庭成员资源配置有效率，可以得出

d𝐶1/d𝑅 = 正常数，说明在不考虑私人转移支付及

其背后的农业劳动力迁移的情况下，当期消费是私

人转移支付的增函数。然而，留守家庭成员兼具生

产与消费双重身份，私人转移支付及其背后的劳动

力迁移会影响农业生产经营投资，例如，获得私人

转移支付意味着家庭有农业劳动力转移至非农就

业部门，造成农业劳动力损失。研究私人转移支付

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讨论农业

生产投资情形。假定农业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𝑄 = 𝑓(𝐾, 𝐿)                        （4） 

其中，K 为资本；L 为家庭劳动总量；生产函

数满足如下条件：𝑓𝐾
′ (∙) > 0，𝑓𝐾

′′(∙) < 0，𝑓𝐿
′(∙) > 0，

𝑓𝐿
′′(∙) < 0。为简化分析，该模型不考虑农业生产经

营中的风险，且没有雇佣劳动力。当然，这种处理方

式并不会对核心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考虑农

业生产经营后，私人转移支付的函数形式如下： 

𝑅 = 𝑔(𝑀, 𝑊, 𝐸, 𝛽; 𝑋)                （5） 

式中，M 为迁移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𝑊为迁

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E 为劳动力迁移成本；𝛽为

留守家庭成员的主观贴现因子①；X 表示其他影响私

人转移支付的特征变量。基于上述假设与分析，留

守家庭成员的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𝑄 = 𝑓(𝑘1, 𝐿 − 𝑀)                   （6） 

假设不存在资本市场，这也符合当前农村信贷

市场的基本情形，那么资本积累的过程可用如下公

式表示： 

𝑘2 = (1 − 𝛿)𝑘1 + 𝐼                 （7） 

其中，𝛿代表资本折旧。此时，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行为的约束条件如下： 

s.t. 𝐶1 + 𝑘1 = (1 + 𝑟1)𝑘0 + 𝑝1 ∙ 𝑓(𝑘1, 𝐿 − 𝑀) +

𝑔(𝑀, 𝑊, 𝐸, 𝛽; 𝑋)                        （8） 

𝐶2 = (1 + 𝑟2)𝑘1 + 𝑝2 ∙ 𝑓[(1 − 𝛿)𝑘1 + 𝐼, 𝐿]  （9） 

其中，𝑝是留守家庭成员生产的农产品的市场价

格；𝑟为储蓄回报率。将上述约束条件变形可得： 

𝐶1 +
𝐶2

1+𝑟2
= (1 + 𝑟1)𝑘0 + 𝑝1 ∙ 𝑓(𝑘1, 𝐿 − 𝑀) +

𝑝2∙𝑓[(1−𝛿)𝑘1+𝐼,𝐿]

1+𝑟2
+ 𝑔(𝑀, 𝑊, 𝐸, 𝛽; 𝑋)         （10） 

令 (1 + 𝑟1)𝑘0 = 𝑉1 ， 𝑝1 ∙ 𝑓(𝑘1, 𝐿 − 𝑀) + 
𝑝2∙𝑓[(1−𝛿)𝑘1+𝐼,𝐿]

1+𝑟2
= 𝐻，则有： 

𝐶1 +
𝐶2

1+𝑟2
= 𝑉1 + 𝐻 + 𝑔(𝑀, 𝑊, 𝐸, 𝛽; 𝑋)  （11） 

将其代入留守家庭成员效用函数可得： 

𝑈 = 𝑢(𝐶1) + 𝛽 ∙ 𝑢{[𝑉1 + 𝐻 + 𝑔(𝑀, 𝑊, 𝐸, 𝛽; 𝑋) −

𝐶1] ∙ (1 + 𝑟2)}                          （12） 

根据𝐶1的一阶条件： 

d𝑈/d𝑢(𝐶1) = 𝑢′(𝐶1) + 𝛽 ∙ (1 + 𝑟2) ∙ 𝑢′{[𝑉1 +

𝐻 + 𝑔(𝑀, 𝑊, 𝐸, 𝛽; 𝑋) − 𝐶1] ∙ (1 + 𝑟2)} = 0  （13） 

据此得到最优条件下的欧拉方程： 

𝑢′(𝐶1) = 𝛽 ∙ 𝑢′(𝐶2)(1 + 𝑟2)          （14） 

欧拉方程显示了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决策

的重要因素，即主观贴现因子𝛽或效用折现率𝜃与利

率。在外部利率水平一定的前提下，𝛽在私人转移

支付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以下将重点分析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

出如何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的𝛽值。一方面，私人转

移支付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投资农业的可能性。基

于效用函数与约束条件，可以得到农业生产投资（I）

的一阶最优条件： 

𝑢′(𝐶1)/𝛽 ∙ 𝑢′(𝐶2) = 𝑝2 ∙ 𝑓𝐼
′[(1 − 𝛿)𝑘1 + 𝐼, 𝐿]   （15） 

式中，等式右边为农业预期收益。现实中可替

代性假说不成立[30]，即私人转移支付有时会被用于

留守家庭成员的特定支出（如老年人医疗、子女教

育等），而非投资于农业生产活动。同时，私人转

移支付代表着家庭内部农业劳动力转移，造成农业

劳动力流失与农业总收益下降。因此，留守家庭成

员未来农业边际收益𝑝2 ∙ 𝑓𝐼
′[(1 − 𝛿)𝑘1 + 𝐼, 𝐿]预期

会降低，根据式（15），𝛽值会相应提高，说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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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家庭成员会减少当期消费。 

另一方面，从农地要素的非经济属性能够给予

部分解释。对于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成

员，外出劳动力往往会劝说留守家庭的老年劳动力

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闲暇与休息时间。农地流

转政策的适度支持以及转出后的租金收益，也会促

使留守家庭转出农地。但农地自古以来便是农户最

基本的生产资料，发挥着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的作

用[32-34]，农地转出会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更加节约地

利用资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𝛽值提高），当

期消费支出减少。另外，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只是

部分留守家庭，由于家庭异质性等原因，在上述现

象发生的过程中，还会伴随着消费不平等的扩大。

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私人转移支付会促进留守家庭成员转出农

地，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二）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机制

分析 

上述分析揭示了“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

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的内在逻辑，若深入分析

农地转出如何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消费，需要进一

步考察储蓄（S）的一阶最优条件： 

𝑢′(𝐶1)/𝛽 ∙ 𝑢′(𝐶2) = (1 + 𝑟2)         （16） 

𝑢′(𝐶2) =
1

𝛽
∙

1

1+𝑟2
𝑢′(𝐶1) =

1+𝜃

1+𝑟2
𝑢

′

(𝐶1)     （17） 

根据式（17），如果留守家庭成员的效用折现

率𝜃很小，减小至低于𝑟2，此时留守家庭成员的当期

消费倾向会降低，更偏好于储蓄。则有： 

𝑢′(𝐶2) ≤ 𝑢′(𝐶1)                    （18） 

根据留守家庭成员效用函数的性质来看，𝑈′′ <

0，𝑈′ > 0，可以得到： 

𝑢(𝐶2) > 𝑢(𝐶1)                     （19） 

𝐶1 < 𝐶2                           （20） 

因此，如果𝜃很小（𝛽值很大），那么留守家庭

成员的当期消费支出会显著降低。事实上，对长期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言，农地转出会降低其经济

地位感知、收益时间偏好，并扩大收入差距，导致

留守家庭成员的𝜃值减小，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

扩大消费不平等。 

1．农地转出、经济地位感知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一般而言，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留守家庭成

员的经济地位感知越弱则𝜃值越小，对未来的收益信

心不足，做出多储蓄、少消费的决策。较弱的经济

地位感知无法促使低收入家庭效仿高收入家庭的消

费行为[35]，甚至会导致低收入家庭缩减消费支出，

并扩大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对于

留守家庭成员，农地转出会显著降低其经济地位感

知。农地作为农户最重要的物质财产之一，为其提

供了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与基础生存保障；农地转出

会给留守家庭成员带来基础物质保障功能弱化的心

理感受，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与𝜃值，

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

消费不平等。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a：农地转出通过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

位感知，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2．农地转出、收益时间偏好②与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会将其资产置于整个

生命周期内进行决策分配，实现跨期消费平滑[36]。

一般而言，更加看重未来收益或效用的留守家庭成

员的收益时间偏好越低（𝜃越小），从而会增加储

蓄或进行其他投资，减少当期消费[37,38]。而农地转

出会通过两种渠道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收益时间

偏好。一方面，农地转出带来的租金收入是相对短

期的未来收益，基于显示偏好原理，该行为决策表

明留守家庭成员的收益时间偏好较低。另一方面，

农地转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获

得感与安全感，出现对未来基本生活保障的担忧，

增强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少当期消费支出，同时

也会使得不同留守家庭之间消费不平等程度提高。

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b：农地转出通过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收益时

间偏好，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3．农地转出、收入差距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

消费不平等程度提升。同时，留守家庭成员的储蓄

或非消费动机也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提升，进

一步减少消费支出[39,40]。而农地转出会扩大不同留

守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农业收入差距看，若当

地非农就业机会多，“剩余土地”将会流向财富相

对丰裕的高收入农户手中，农地流转将会扩大农业

收入差距[41]，这种差距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𝜃值。

从非农收入差距看，农地转出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家

庭劳动力向非农就业部门转移，但非农劳动力的收

入以及向留守家庭成员的转移支付金额存在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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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自然会扩大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非农收入差

距。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c：农地转出通过拉大不同留守家庭之间的收

入差距，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 2020 年南京农业

大学组织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该

项调查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农业生产、土地利用、

农村家庭等各个方面，很好地满足了本研究开展实

证检验的需要。调查采用 PPS 抽样方法，从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中抽取 26 个调研区县，每个区县分别

抽取 2 个样本乡镇，每个乡镇抽取 1 个行政村，每

个村随机抽取 50 户农户。样本共计 52 个行政村和

2600 户农户，剔除异常值与缺失值后，保留了 2453

份有效样本。 

（二）基准回归模型 

1．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 OLS 模型实证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

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𝐶𝑂𝑁𝑖 = 𝛼0 + 𝛼1𝑅𝐸𝑀𝐼𝑇𝑖 + ∑ 𝛼𝑗 ∙ 𝑋𝑗,𝑖 + 𝛾𝑖 +12
𝑗=2

𝜇𝑖                                   （21） 

其中，𝐶𝑂𝑁𝑖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 户留守家

庭成员的消费支出情况；𝑅𝐸𝑀𝐼𝑇𝑖为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第 i 户留守家庭成员获得的私人转移支付；𝑋𝑗,𝑖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𝛼0为常数项，𝛼1, ⋯ , 𝛼12为相应

变量的回归系数；𝛾𝑖为地区控制变量；𝜇𝑖为随机误

差项。 

2．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的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分析，在私人转移支付影响留守家庭

成员消费支出的路径中，农地转出在其中发挥重要

作用。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上述路径是否

成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𝐿𝐴𝑁𝐷𝑖 = 𝛼0 + 𝛼1𝑅𝐸𝑀𝐼𝑇𝑖 + ∑ 𝛼𝑗 ∙ 𝑋𝑗,𝑖
12
𝑗=2 +

𝛾𝑖 + 𝜇𝑖                                （22） 

𝐶𝑂𝑁𝑖 = 𝛼0 + 𝛼1𝑅𝐸𝑀𝐼𝑇𝑖 + 𝛼2𝐿𝐴𝑁𝐷𝑖 +

∑ 𝛼𝑗 ∙ 𝑋𝑗,𝑖
13
𝑗=3 + 𝛾𝑖 + 𝜇𝑖                   （23） 

其中，𝐶𝑂𝑁𝑖为第 i 户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情况；

𝐿𝐴𝑁𝐷𝑖为第 i户留守家庭成员的农地转出行为；𝑋𝑗,𝑖为

控制变量；𝛼0为常数项，𝛼1, ⋯ , 𝛼13为变量回归系数；

𝛾𝑖为地区控制变量；𝜇𝑖为随机误差项。 

3．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为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一是使用留

守家庭成员总消费支出衡量，二是以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率（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留守家庭成员总收

入）反映。核心解释变量为私人转移支付，以“家

庭外出务工成员给留守成员的汇款”衡量。另一关

键变量为农地转出规模，以“转出在外的耕地面积”

衡量。在控制变量设定方面，选取留守家庭 60岁以上

人数、16岁以下人数、受教育程度、家庭是否有干部、

是否党员户、非农工作经历、家庭收入、政府补贴、

耕地面积、村庄治理效果与村庄产业发展作为控制变

量。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全部样本 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未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对数值 10.236 0.812 10.088 0.779 10.276 0.816 

私人转移支付 获得私人转移支付金额的对数值 1.806 3.542 8.571 1.233 — — 

农地转出 是=1；否=0 0.596 0.491 0.642 0.480 0.583 0.493 

农地转出规模 转出农地面积的对数值 0.881 0.826 0.965 0.825 0.858 0.823 

60 岁以上人数 60 岁以上人数 1.267 0.870 1.416 0.821 1.227 0.879 

16 岁以下人数 16 岁以下人数 0.533 0.690 0.493 0.684 0.544 0.691 

受教育程度 留守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7.274 2.669 7.044 2.678 7.336 2.652 

家庭是否有干部 家里有没有人当干部 0.148 0.355 0.126 0.332 0.153 0.361 

是否党员户 家里是否有党员 0.297 0.457 0.279 0.449 0.302 0.459 

非农工作经历 有几人从事过非农工作 1.630 1.278 1.636 1.362 1.628 1.255 

家庭收入 留守家庭其他收入的对数值 7.811 3.316 9.470 0.825 7.368 3.560 

政府补贴 有补贴=1；没有补贴=0 0.780 0.414 0.791 0.407 0.777 0.416 

耕地面积 承包的或者分到的总耕地面积 5.216 6.611 5.126 5.273 5.240 6.926 

村庄治理效果 不满意 <1-2-3-4-5> 非常满意 4.069 0.759 4.054 0.719 4.073 0.769 

村庄产业发展 不满意 <1-2-3-4-5> 非常满意 3.436 0.973 3.412 0.960 3.443 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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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支出的均值来看，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的

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低于未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的留守家庭成员，二者均值分别为10.088与10.276，

初步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存在

一定关联。从农地转出情况看，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的留守家庭农地转出均值为 0.642、农地转出规模

均值为 0.965，二者均高于未获得私人转移支付留

守家庭成员的均值（分别为 0.583 与 0.858），说明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

存在一定关联。根据家庭人口结构，获得私人转移

支付的留守家庭老年人数量明显高于未获得私人

转移支付的留守家庭，隐含着一种逻辑：获得私人

转移支付是由于留守家庭劳动力较少、老年人较

多，缺乏获取其他收入来源的能力；同时，老年人

数的增加也对农业生产经营存在一定约束，会导致

留守家庭成员逐步转出农地。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本文构建的“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

守家庭成员消费”分析框架具有现实依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

的回归结果分析 

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消费

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回归 1 在模型

中未纳入任何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

每提升 1%，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下降 0.018%，

且这种负向关系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 2 在模

型中纳入控制变量后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私人转移支付每提升 1%，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支出会显著下降 0.016%。回归 3 与回归 4 以消费

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与消

费率之间同样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表 2 实证结果表

明，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降低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

支出。 

从其他方面来看，60 岁以上人数、16 岁以下

人数分别与留守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显著负相关、

正相关，说明老年人数的增加会降低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支出，而未成年人数增多会增加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支出。事实上，在消费的各项影响因素中，家

庭人口结构是基础性因素[42]。受教育程度、家庭是

否有干部、非农工作经历、家庭收入、耕地面积以

及村庄治理效果均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显著

正相关。 

表 2 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私人转移支付 –0.018*** –0.016*** –0.033*** –0.015*** 

 (0.018) (0.005) (0.003) (0.002) 

60 岁以上人数  –0.042**  –0.053*** 

  (0.021)  (0.014) 

16 岁以下人数  0.262***  0.091*** 

  (0.023)  (0.018) 

受教育程度  0.056***  0.019*** 

  (0.007)  (0.004) 

家庭是否有干部  0.173***  0.113*** 

  (0.045)  (0.034) 

是否党员户  –0.014  0.011 

  (0.037)  (0.024) 

非农工作经历  0.031**  0.027*** 

  (0.015)  (0.010) 

家庭收入  0.015***  -0.311*** 

  (0.006)  (0.011) 

政府补贴  0.033  -0.027 

  (0.046)  (0.028) 

耕地面积  0.007***  0.005*** 

  (0.002)  (0.002) 

村庄治理效果  0.048**  0.030* 

  (0.023)  (0.016) 

村庄产业发展  0.020  0.003 

  (0.018)  (0.012) 

地区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0.279*** 9.275*** 0.575*** 3.079*** 

 (0.018) (0.128) (0.017) (0.127) 

R2 0.006 0.175 0.044 0.456 

注：***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

准误。下同。 
 

（二）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留守家庭成

员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分析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回归 1 表明，在控制

其他因素后，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私人转移支付每提升 1%，农

地转出规模将增加 0.009%。回归 2 将私人转移支付

与农地转出纳入同一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私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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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农地转出规模均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存

在负向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地转

出是导致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

负向相关的重要路径。回归 3 中被解释变量为消费

率，结果进一步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促进留守家庭成

员转出农地，减少消费支出。 

表 3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农地转出规模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私人转移支付 0.009*** –0.014*** –0.014*** 

 (0.003) (0.005) (0.002) 

农地转出规模  –0.059*** –0.038** 

  (0.021) (0.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250*** 9.322*** 3.145*** 

 (0.417) (0.135) (0.133) 

R2 0.168 0.187 0.456 

五、稳健性检验与拓展性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1．以私人转移支付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不同家庭的资源禀赋、收入结构与要素配置等

存在差异，导致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的作

用与影响不同，以绝对值的形式考察私人转移支付

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偏差。为此，

本文构建私人转移支付比变量（私人转移支付/留守

家庭成员总收入），以相对指标的方式检验私人转

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表 4 回归 1 与

回归 2 的估计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比与消费支

出、消费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私人转

移支付比与农地转出规模显著正向相关（回归 3）。

将私人转移支付比与农地转出规模置于同一模型

中，根据回归 4 与回归 5 可知，私人转移支付比、

农地转出规模均与消费支出、消费率负向相关，且

至少在 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

说明，私人转移支付通过促进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

庭成员消费的逻辑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 4 以私人转移支付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农地转出规模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私人转移支付比 –0.221*** –0.181*** 0.199*** –0.180*** –0.171*** 

 (0.060) (0.032) (0.057) (0.062) (0.034) 

农地转出规模    –0.064*** –0.038** 

    (0.022) (0.01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8.506*** 3.120*** 1.274** 8.606*** 3.183*** 

 (0.171) (0.127) (0.173) (0.178) (0.132) 

R2 0.204 0.455 0.194 0.208 0.455 

 
 

2．剔除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为减少样本选择带来的估计误差，本部分剔除

部分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一是剔除存在信贷约束的

样本。受信贷约束的留守家庭成员，消费行为更加

谨慎，倾向于缩减消费开支以缓解信贷约束；并且，

信贷约束越强越有可能转出农地，将这类样本放入

回归模型会影响实证结果的精确性。二是剔除五

保、低保或残保户样本。他们生活水平不高，收到

私人转移支付或许是急需用以缓解经济困难，将其

作为样本不具备一般性。三是剔除没有非农就业的

样本。通过比较有非农就业、有私人转移支付与有

非农就业但无私人转移支付的样本，能够增强样本

匹配程度与可比较性。四是排除留守家庭成员存在

丧失劳动力与身体状况较差成员的样本。这类留守

家庭成员收到私人转移支付或许是由于健康状况

引发的特殊需求，将其作为样本也不具一般意义。

五是排除家庭当年发生重大事件③的样本，降低其

他事件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根据表 5 回归结果，可

以看出，无论如何剔除样本，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

家庭成员消费支出的负向关系均在 1%的水平上显

著，私人转移支付通过促进农地转出降低留守家庭

成员消费支出的逻辑进一步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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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剔除部分样本的检验结果 

变量 
剔除存在信贷约束的样本 剔除五保、低保或残保户样本 剔除没有非农就业的样本 排除健康因素的干扰 排除重大事件的冲击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回归 9 回归 10 

私人转移支付 –0.013*** –0.011*** –0.019*** –0.017*** –0.025*** –0.023*** –0.020*** –0.019*** –0.014*** –0.013**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0.006) (0.005) (0.005) 

农地转出规模  –0.057***  –0.063***  –0.054**  –0.040*  –0.055** 

  (0.022)  (0.021)  (0.023)  (0.025)  (0.02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9.304*** 9.359*** 9.314*** 9.379*** 9.417*** 9.436*** 9.290*** 9.330*** 9.357*** 9.406*** 

 (0.133) (0.141) (0.133) (0.139) (0.146) (0.155) (0.158) (0.166) (0.145) (0.153) 

R2 0.177 0.190 0.169 0.182 0.126 0.134 0.160 0.172 0.164 0.177 

 

3．PSM 模型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研究样本可能存在自选择偏误问题，导

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采用 PSM 模型缓解这

一问题。选取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与局部

线性回归匹配四种方法，保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

利用 PSM 模型需要保证控制变量满足匹配平衡性

检验。从样本匹配结果来看，对于 60 岁以上人数

变量，在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均值差异明显降

低，偏误降低比例达到 95.3%，并且根据 P 值可以

判断，由匹配前的 0.000 增加至 0.850，表明处理组

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变得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在

匹配后，偏误比例均降低至 5%以下，且大多数变

量的 T 检验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无系统性差

异。总体而言，控制变量的样本匹配结果比较好④。

PSM 模型净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 6。 

根据表 6 中的 ATT 估计值可知，私人转移支

付会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下降 21.2%~ 

24.2%、消费率下降 11.8%~13.4%，且均在 1%的水

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证实基准回归结果

具有稳健性。 

表 6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检验结果 

 消费支出 消费率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近邻匹配 卡尺匹配 核匹配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ATT –0.242*** –0.212*** –0.212*** –0.218*** –0.118*** –0.130*** –0.134*** –0.127*** 

 (0.052) (0.041) (0.039) (0.044) (0.029) (0.020) (0.021) (0.020) 

ATU –0.280*** –0.249*** –0.247*** –0.239*** –0.183*** –0.187*** –0.183*** –0.189*** 

 (0.055) (0.043) (0.049) (0.049) (0.044) (0.031) (0.028) (0.025) 

ATE –0.270*** –0.240*** –0.238*** –0.234*** –0.165*** –0.172*** –0.170*** –0.172*** 

 (0.046) (0.039) (0.044) (0.043) (0.035) (0.027) (0.025) (0.021) 

注：近邻匹配中 k=4；卡尺匹配半径为 0.03；核匹配带宽为 0.06；ATT、ATU、ATE 标准误由自助抽样 500 次得到。 
 
 

4．半参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传统参数回归模型主要关注解释变量与被解

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存在较强的前提假设难

以被满足；非参数回归对模型设定形式要求较低，

但容易出现“维数灾难”问题。半参数回归模型综

合上述二者的优点，能够提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因此，本部分构建半参数回归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表 7 回归 1 与回归 2 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与消

费支出、消费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私人

转移支付确实会降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回归

3 与回归 4 将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纳入同

一模型后的估计结果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与消费支

出、消费率的负向关系依然显著，农地转出规模与 

表 7 半参数回归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率 消费支出 消费率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私人转移支付 –0.023*** –0.009*** –0.022*** –0.009*** 

 (0.005) (0.002) (0.005) (0.002) 

农地转出规模   –0.061* –0.024 

   (0.033) (0.0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dj R-squared 0.130 0.099 0.134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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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

总体回归结果看，私人转移支付会通过促进留守家

庭转出农地，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 

（二）拓展性分析 

1．私人转移支付对不同类型消费影响的回归

分析 

依据现有文献做法[4]，将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

出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⑤，

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各项消费支出影响的差异性，

表 8 回归 1 至回归 3 汇报了实证结果。私人转移支

付会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

支出，私人转移支付增加 1%，生存型与享受型消

费支出分别降低约 0.023%与 0.039%，且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但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发

展型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回归 4 至回归 6 将

私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纳入同一回归模型

后的估计结果显示，私人转移支付依旧会通过促进

农地转出，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的生存型与享受

型消费支出。 

表 8 私人转移支付对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生存型消费 发展型消费 享受型消费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私人转移支付 –0.023*** –0.004 –0.039** –0.021*** –0.002 –0.044*** 

 (0.006) (0.008) (0.015) (0.006) (0.009) (0.016) 

农地转出规模    –0.105*** 0.024 –0.155** 

    (0.024) (0.040) (0.06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8.522*** 7.949*** 5.771*** 8.602*** 7.890*** 5.680*** 

 (0.143) (0.220) (0.447) (0.149) (0.244) (0.460) 

R2 0.208 0.069 0.197 0.215 0.070 0.200 

 

2．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 

私人转移支付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之间的因

果关系，可能会受到留守家庭成员原本消费行为的

影响。OLS 模型关注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支出条件均值的影响，无法区分不同群体间存

在的差异性，可能会产生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采

用分位数回归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

消费的影响，并选择 20%、60%、80%三个分位点

进行估计（表 9）。为便于比较，同时将 OLS 模型

估计结果置于表中，表 9 中分位数回归与 OLS 回归

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说明采用分位数模型回归是必

要的。具体而言，在 20%与 60%分位点上，私人转

移支付与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在 80%

的分位点上，这种负向关系不再显著，说明私人转

移支付对消费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中低消

费水平的留守家庭成员上，对高消费水平留守家庭

成员的影响并不显著。将农地转出规模与私人转移

支付纳入同一模型后发现，私人转移支付通过促进

农地转出，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这一逻辑

同样体现在中低消费水平的样本中。 

表 9 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OLS Q_20 Q_60 Q_80 OLS Q_20 Q_60 Q_80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私人转移支付 –0.016*** –0.014* –0.016*** –0.009 –0.014*** –0.014* –0.014*** –0.008 

 (0.005) (0.008) (0.005) (0.008) (0.005) (0.007) (0.005) (0.007) 

农地转出规模     –0.059*** –0.060* –0.054** –0.059* 

     (0.021) (0.034) (0.023) (0.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9.275*** 8.774*** 9.395*** 9.926*** 9.322*** 8.836*** 9.459*** 10.006*** 

 (0.128) (0.278) (0.154) (0.178) (0.135) (0.247) (0.147) (0.168) 

R2 0.175 0.118 0.112 0.081 0.187 0.125 0.118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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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不平等指数的回归结果 

消费能够比较客观与全面地反映居民的福利，

消费不平等能够反映出福利差距，对以促进公平为

目的的社会政策制定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43,44]。本

文考察私人转移支付是否会通过农地转出影响不

同留守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在衡量消费不平等

方面，本文利用 Kakwani 相对剥夺指数方法进行测

度。同时，分别将 Yitzhaki 指数与 Podder 指数的测

度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根

据表 10 回归 1，私人转移支付与消费不平等之间存

在正向关系，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 2 将私

人转移支付与农地转出规模纳入同一模型，可以看

出，二者均与消费不平等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

明私人转移支付会通过促进农地转出，扩大留守家

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以 Yitzhaki 指数与 Podder

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所得的结论不变。 

表 10 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Kakwani 指数 Yitzhaki 指数 Podder 指数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私人转移支付 0.005*** 0.004*** 0.020*** 0.017*** 0.006** 0.005** 

 (0.001) (0.001) (0.005) (0.005) (0.003) (0.003) 

农地转出规模  0.017***  0.062***  0.028** 

  (0.006)  (0.021)  (0.01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706*** 0.691*** 2.626*** 2.569*** 0.957*** 0.935*** 

 (0.035) (0.037) (0.128) (0.136) (0.070) (0.072) 

R2 0.188 0.199 0.185 0.195 0.185 0.196 

 

六、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

出的机制分析 

表 11 汇报了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支出的机制检验结果。回归 1 与回归 2 结果显示，

农地转出规模与消费支出显著负相关，与消费不平

等显著正相关，说明农地转出会负向影响留守家庭

成员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从经济地位感

知⑥的机制检验结果来看，回归 3 表明农地转出规 
 

模与经济地位感知显著负相关；回归 4 中将农地转

出规模与经济地位感知纳入同一模型，结果显示，

农地转出规模与经济地位感知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地转出会降低留守家庭成员

经济地位感知，负向影响其消费支出。收益时间偏

好与收入差距⑦变量也通过了机制检验。同时，回

归结果表明，农地转出通过影响留守家庭成员的经

济地位感知、收益时间偏好与收入差距，扩大留守

家庭之间的消费不平等⑧。 

表 11 农地转出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机制检验 

变量 
消费支出 消费不平等 经济地位感知 消费支出 收益时间偏好 消费支出 收入差距 消费支出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回归 5 回归 6 回归 7 回归 8 

农地转出规模 –0.063*** 0.018*** –0.035* –0.061*** –0.024 –0.058*** 0.038* –0.056** 

 (0.021) (0.006) (0.022) (0.021) (0.020) (0.021) (0.022) (0.022) 

经济地位感知    0.053***     

    (0.020)     

收益时间偏好      0.102***   

      (0.021)   

收入差距        –0.116*** 

        (0.0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9.346*** 0.683*** 2.080*** 9.236*** 1.619*** 9.215*** 17.062*** 10.633*** 

 (0.135) (0.038) (0.151) (0.141) (0.123) (0.140) (0.243) (0.408) 

R2 0.184 0.195 0.127 0.187 0.069 0.189 0.835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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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了“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

家庭成员消费”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

数据实证检验私人转移支付对留守家庭成员消费

与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并基于农地转出视角揭示了

其中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

负向影响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尤其是生存型消

费支出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并扩大留守家庭之间的

消费不平等；私人转移支付对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

主要体现在农村中低消费水平留守家庭成员中，对

高消费水平留守家庭成员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是

导致消费不平等扩大的原因之一。私人转移支付会

促进留守家庭成员转出农地，农地转出降低其经济

地位感知与收益时间偏好，并扩大留守家庭之间的

收入差距，导致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降低与消费

不平等程度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启示：一方面，刺激

农村地区消费、提振农村内需，难以靠家庭内部收

入或资源的再分配实现，外部资源的干预与支持政

策更为重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乡村产业振兴与产

业发展的角度，推进农村地区劳动力实现当地就

业、获取非农收入，以内生地激发农村地区消费动

力；同时，提振农村内需需要依靠政府或市场的消

费补贴，减轻农户的消费压力。另一方面，农地的

基本保障功能依然十分重要，在推动规模化、土地

流转的过程中，需要加快建设农村地区各项保障制

度，尤其是强化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尝试探

索农地流转与农地经营收益再分配相互挂钩的多

重利益机制，让农户获取一些要素经营收益，切实

地保障农户的权益与福利。 

注释： 

① 迁移劳动力的转移支付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留守家

庭成员消费习惯的影响，故在模型中将留守家庭成员的

主观贴现因子纳入私人转移支付函数。 

② 时间偏好即人们对现在与未来满足程度的比值，时间偏

好越高，说明人们越喜欢当下享受。本文定义收益时间

偏好为“留守家庭成员更喜欢获取当下收益还是未来收

益”，时间偏好越高，说明留守家庭成员越喜欢获取当

下收益。 

③ 包括家庭成员离世，家庭成员的重大疾病、意外伤害、

暴力伤害，失业或经营亏损，牲畜死亡、农作物疾病/

害虫、干旱和洪水，遭受盗窃抢劫或盗窃/袭击、房屋摧

毁或损坏，结婚以及其他大事。 

④ 限于篇幅，省略汇报控制变量平衡性检验与匹配平衡性

假定检验结果。 

⑤ 生存型消费指留守家庭成员的食品支出，发展型消费是指

教育、医疗与人情消费，享受型消费主要指文化等支出。 

⑥ 经济地位感知以问卷中“您觉得在本地的经济地位如何”

衡量，从低到高依次赋值 1~5。 

⑦ 收益时间偏好变量设置：仅看重未来收益，不看重现在

=1；同时看重当下及未来收益=2；只注重当下收益，不

管未来如何=3。农户的收益时间偏好越高，越注重当下

收益与效用，从而会增加消费支出。收入差距利用

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方法进行测度。 

⑧ 限于篇幅，表 11中未汇报该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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